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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發展績效是否影響中共省委常委的組成與調整？本文觀察習近平

時期中共中央如何運用地方人事權治理地方。蒐整 2012年至 2022年省委
常委資訊，本文觀察省委常委的中央下派與博士常委比例是否受到經濟績

效的影響，並比較習兩任期的差異。統計結果指出，經濟發展績效越差會

導致中央下派更多中央部委官員到地方任職，並任用更多的博士常委；此

外，與習第一任期相比，習第二任期明顯較少下派中央官員，以及選任更

多博士常委。進一步觀察省委人事與領導人考察之間的關係，分析發現一

省有越多常委來自中央下派，習考察該省市的次數會顯著降低，顯示兩者

或有互補效應。本文深化吾人對習時期中央地方關係之理解，也為將來分

析習第三任期的地方治術提供了厚實基礎。

關鍵詞：中共、省委常委、習近平、地方治術

*　　*　　*

壹、前言

2022年秋天中共召開的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下稱「二十大」）宣告了中
共政治的大轉向，中共從過去鄧小平時代強調集體領導制度，轉向以習近平最高領

導人的個人領導時期，制度變遷走向一人獨大（Shirk 2018），「二十大」後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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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鄧小平典範正式告終（張登及 2022），習時代的開始讓習近平現象成為各
界研究的重點，學者亦提出當前中共政治似回到改革開放前，有走向再毛化之趨勢 
（中央社 2022）。在習近平兩屆總書記任期的集權過程中，一個受到關注的重要
問題是地方官員的角色更加凸顯。例如在「二十大」選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名單就

凸顯出了地方官員對習時代政治甄補的重要性，新一屆政治局委員有一半以上屬於

地方直升，而有 11個省級黨委副書記進入了中央委員名單，在全部名單中，有 75
個來自於地方，甚至在政治局常委層次，僅有地方治理經驗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直

接被拔擢為國務院總理，省委常委明顯已經是中共中央領導幹部的「預備隊」，
1

１

省委也是中共中央治理地方的重要環節。
2

２

儘管省委常委的重要性逐漸提升，目前對於中共如何管理省委常委的相關研究

仍相對缺乏。許多研究中國大陸地方官員甄補之學術文獻，多以個人為單位，且分

析焦點多僅針對省級領導如省委書記與省長的更迭，少有分析省委常委的組成，而

針對習時期的省委常委之探討目前學界更付之闕如。

對此，本文蒐整 2012年至 2022年，涵蓋習近平兩屆總書記時期共 1157位省
委常委的任職與個人特徵資訊，依此計算各省市常委組成在習時期的變化，觀察習

時期中共中央地方治術的運用。
3

３基於兩個重要的治術邏輯—控制邏輯（logic of 
control）以及治理邏輯（logic of governance），本文探討中共中央如何運用人事權
從中央下派常委人選，或提高專業組成比例，來回應地方經濟發展績效。

運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 model）分析經濟成長與上述兩個變項的關
係。經驗分析結果指出，一個省市經濟成長率與中央下派常委比例以及省委常委有

博士學位比例呈顯著反比，經濟發展越好，中央下派與博士常委比例越低，反之若

經濟發展差，中央會下派更多官員，並且任用更多博士常委。此外，比較習近平第

註１	 中國學者將省委常委稱為「政治家集團預備隊」，見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2021）。
註２	  本屆中共省委常委從 2021年 10月開始進行換屆選舉，最早由新疆於 2021年 10月 25日開始，到

2022年 6月 30日北京市委換屆選舉完成後，全中國 31個省市自治區完成了地方省委換屆選舉。直
觀之，本次省委換屆選舉已經有大批 60後與 70後進入省委常委，60前的常委幾乎都是一把手，包
含了廣東省委書記李希（1956年，一中全會後接任中紀委書記，升任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書記
李強（1959年，一中全會後接任總理，升任政治局常委）、北京市委書記蔡奇（1955年，一中全會
後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升任政治局常委）、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1956年）、江西省委書記易煉
紅（1959年）、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1959年）、貴州省委書記諶貽琴（1959年）、新疆區委書記
馬興瑞（1959年）以及一位二把手西藏人大常委會主任洛桑江村（1957年），其餘皆是 60後。依
此觀之，地方年齡梯隊接班的布局基本完成。

註３	  治術一詞泛指「治理國家的方法與策略」，漢語辭典釋義為「馭臣治民之權術」。基於此，本文使
用「地方治術」泛稱治理地方的方法與策略，亦指稱駕馭與管理地方官員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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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期與第二任期，也可以發現相較於第二任期，習近平在第一任期顯著更常指派

中央官員任職來控制地方，第二任期則採更多使用博士學歷的省委常委，顯示中央

領導人的集權程度顯著影響著中共運用地方治術策略。最後，觀察地方治術是否影

響中央地方關係，尤其是中央領導人對地方的關注，本文發現，省委常委中越多中

央下派者，習近平去該省市考察的次數就顯著較低。本文透過全面檢視習時期中共

中央調整地方常委的方式，呈現了中共如何動態地調整地方常委的組成，來理順政

策執行以及中央與地方的連結，也觀察到地方治術的運用如何影響中央領導人對地

方之關注。

本文組織如下，下一節針對目前研究省級官員人事以及其如何影響中國中央地

方關係的相關文獻做一個扼要回顧，並接著提出相關論點，產生可供檢驗的假設。

接著再以敘述統計方式，測試地方經濟發展是否與中共地方治術顯著相關，及觀察

習兩任期的差異，以及地方治術的運用是否會影響習近平下地方考察。接著討論中

共地方治術運用的趨勢最後一部分為結論。

貳、文獻回顧

中共中央對於地方的掌控最重要的工具，是對地方官員幹部的人事任免權。過

去研究指出中央控制省級領導班子的人事以確保中央政治權威（Landry 2008），
而中共中央運用人事任免作為政策工具，可調控地方通貨膨脹（Huang 1996; 
1999），重整央地財政稅收分配制度（Qian, Roland, and Xu 1999）或是有效執行
環境保護政策（Kostka and Nahm 2017）等。此外，人事任免權也可以用以確保官
員忠誠，例如研究發現地方領導是否屬於特定派系，或是如何展示對中央的忠誠

是中央選任地方領導人的重要條件（蔡文軒 2010; Shih, Adolph, and Liu 2012）。
地方領導是否可能形成威脅中央的地方勢力也是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考量之一

（Egorov and Sonin 2011; Zakharov 2016），也讓政治忠誠與派系歸屬是菁英甄補
的重要條件（陳德昇、王信實、周秝宸 2016; 趙建民、蔡文軒 2006; 黃信豪 2010; 
Landry 2008）。具體例子像是 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落馬、2012年重慶市委
書記薄熙來被撤職，甚至 2017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被調
查撤職，皆是威權領導人排除地方對其權力威脅的舉動。

雖然已有相當多對中共政治菁英管理制度的討論，但現有文獻針對中共地方

黨政幹部的研究多集中在地方黨政領導上，鮮少對副職幹部省委常委群體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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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楊 2020; 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 Bulman and Jaros 2021）。例
如 Jia, Kudamatsu和 Seim（2015）研究省級領導的晉升模式，發現經濟績效與關係
相輔相成，缺一不可。Landry, Lü和 Duan（2018）則發現經濟績效跟地方領導的層
級有關，越基層的官員經濟績效表現對其晉升的影響越大。上述研究多僅觀察省委

書記或是省長的調整，並未涵蓋整個省委領導班子。

對省委常委之研究，多討論省委晉升。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
的研究分析省委常委的個人特徵變項與幹部升遷之間的關係，透過分析 1983 到
2012年 1563位省委常委，他們發現省委常委的教育程度顯著影響官員升遷，而且
隨著時代變遷，越高學歷對升遷影響越大。例如把 1983~1992年擁有大學以上學
歷對省委常委升遷具有相當顯著的影響，但到了 2003~2012年，碩士學歷對省委
升官逐漸減弱，博士學歷則逐漸增強。而任職經驗也對官員晉升有顯著影響，如有

任職地市黨政一把手者晉升機率更高，同樣地在中央機關和國家部委官至副省級的

官員也有更高的升遷機率，可見中央越來越重視央地交流經驗；而共青團背景以及

高級領導幹部秘書經歷則對升遷沒有顯著的提升。向楊（2020）則蒐整 2019年 31
個省市的省委常委並且回溯各常委的上一個職務，並且分析常委來源是本省拔擢、

外省調入還是中央下派，其發現外省調入與中央下派官員通常擔任更重要的職務，

而經濟發達省分通常有更多的本省拔擢常委。

有別於上述將個人作為分析單位，Bulman和 Jaros（2020）將省委常委領導班
子視為整體來分析中共中央的地方治理策略。他們分析 1996年到 2013年的省委常
委組成中中央下派的比例作為測量中央對地方人事集權的指標，並且觀察地方的結

構特徵如經濟總量、邊境省市與否、直轄市與否、社會人口特徵等是否與中央對地

方人事集權有影響，他們發現中共中央的確會有策略的治理地方，地方特性越複雜

者，中央越容忍在地常委，人事集權程度越低，但政治敏感度越高的省市如直轄市

或邊境城市，則中央人事集權程度就越高。此外，在面臨危機時候，中央對地方人

事集權程度也會顯著增加。他們在另一篇文章中， Bulman和 Jaros（2021）用地方
領導班子組成來分析習近平政權在任命省委常委，如何對抗地方主義勢力。他們發

現，習政權更強調各省市在地與外地官員的選擇與派任，在地官員可能有更多的地

方知識，但可能深耕地方，變成難以管控，而外地空降官員雖然較缺乏地方知識，

但是卻更可以選擇忠誠者，指派外來官員反映的是領導人的政策偏好，在這情況

下，官員選擇的條件更重要的在於忠誠以及對中央政策的敏感度，而非官員本身的

專業或在地知識（Rothstein 2015）。
儘管目前省委常委的晉升與組成逐漸受到學界注意，然而對此議題仍有許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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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挖掘處。首先，目前從省委觀察中共中央地方關係宏觀性分析仍相對不足，也未

臻具體，現有分析多僅針對省委個體的晉升，僅有 Bulman和 Jaros（2020）就省委
組成觀察中共的地方治理策略，但他們企圖建構一個中央對地方人事集權的指標，

相對忽視中共可能對省委人事安排會採取不同的治術策略。再者，當前的研究皆未

涵蓋習的兩個任期，如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2021）僅包含到 2012年，
Bulman和 Jaros（2021）也只觀察到 2013年，他們另一篇討論習任用在地常委的
文章也僅蒐集資料到 2017年。第三，現有分析並未進一步觀察中央領導人集權程
度與地方人事任免權運用的關係，以及中央領導人與地方領導班子組成之間的互動

關係，甚為可惜。有鑑於以上不足，本文討論中共對於地方治理的模式，以及不同

模式對於中央地方互動之影響，冀深化現有對省委之研究。

參、經濟發展與地方治術

一、省委常委與中央地方治理思維

省委常委對地方治理以至於對中央管控地方之重要性不言可喻。省委常委領

導班子同時具有決策與執行的雙重職責，不同於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政治局委員分

別具有決策與執行的分工，省一級並無如中央書記處的「辦事機關」，因此省委

常委同時具備決策以及執行雙重功能（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
這樣的「副職分管」體制也賦予了省委常委在治理省市一級更重要的職能（向楊 
2020）。同樣地，省委領導班子決定重要政策事項，如何因應重大危難，以及確
保執行中央政策（Wang 2014; 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 30），如「三
重一大」（重大事項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大額資金的使用），皆

須由領導班子集體討論做決策，因此省為中央以下地方權力的核心，也成為培養將

來國家層級官員的重要人才庫（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
中共中央對地方省委領導班子的組成與調整有最終決定權。基本上，省委常

委的產生方式有兩種，一個是省委選舉後由中央批准，另一個是中共中央直接任

命（向楊 2020）。第一個方式主要發生在換屆選舉，每五年一次的地方換屆選舉
後，中央有批准名單的權力，第二個方式則稱為屆中調整，又包含了中央直接任

命，以及省委提出人事調整在報批中央決定（向楊 2020），無論何種方式，中央
都具有決定權，因此省委常委的組成與變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對該省市政治

的控制，也反映了中央治理該省市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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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發展績效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已然成為中共地方治理思維的核心指標之一。中國

地理幅員廣大難以治理，中央一方面要確保對地方權力的控制，另方面又必須賦予

誘因提升地方發展。這也導致中共中央從未強硬向地方收權（Mertha 2005; Zheng 
2007），目標就是要確保地方治理可以順利運作。有效的治理是中共維持強勢統
治的重要條件（Chen 2012; Dickson 2016; Manion 2015; Sheng 2009），1978年經
濟改革後，地方政府被賦予更多的權力與自主性，作為政策誘因來發展地方經濟

（Oksenberg and Tong 1991; Montinola, Qian, and Weingast 1995; Oi 1999），而這
樣的分權體制以及區域競爭，帶動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Li and Zhou 2005），在
政治上，地方的經濟施政表現，也變成了官員要往上升遷的必要條件（Zeng 2016; 
Bulman and Jaros 2020）。而要達到此目標，政治甄補制度化以及有序地安排政
治繼承則是關鍵（寇健文 2006; 2010；黃信豪 2013；Nathan 2003；Fewsmith and 
Nathan 2019）。也因此，針對地方幹部的晉升的制度化，中共以施政表現—通常以

經濟發展或是 GDP成長為指標—為考核官員標準，以此決定官員是否從地方升遷

到中央，甚至進入權力核心，學者稱之晉升錦標賽（周黎安 2004; 2007；Bell 2016）。

三、中共地方治術

中共對於地方人事權的運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可能採取的方式為何？

對此，Bulman 和 Jaros（2020）提出了兩種邏輯，一個是控制邏輯（ logic of 
control），中共中央強化對地方領導班子的控制來確保政策執行成效；另一個是治
理邏輯（logic of governance），中共中央選任更多有能力執行政策與推動地方治
理的人才，來提升經濟發展。以下分別討論之：

（一）控制邏輯

省委常委的換屆選舉以及屆中調整，基本上仍不脫中央的組織意志（向楊 
2020）。中央最直接控制地方的策略，體現在指派中央官員下地方任職。中共的
幹部交流制度運作行之有年，而《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明確指出「幹部交

流可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地方與部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事業單位、

人民團體、群眾團體之間進行」，這樣的制度也讓中共可以直接派任中央官員下地

方任職，確保地方施政更符合中央意志。Bulman和 Jaros（2020）將之派任中央下
地官員視為中央集權化的重要作為，研究也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下地官員持續

增加，顯示中央更加主動運用省級幹部的任免權（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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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2021）。此外，跟本省選拔的常委相比，中央下派任職常委通常擔任更重要職
務，例如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或組織部長等，更凸顯中央下派官員舉措的控制

傾向（向楊 2020, 64）。依照此邏輯，本文提出假設 1：
假設 1： 中共中央回應經濟發展績效差的省市，會下派更多官員進入省委常委

領導班子，反之亦然。

（二）治理邏輯

除了透過派任官員作為提高地方經濟治理能力外，另一個合理的研判是中央會

選任更多專業常委來擬訂地方發展對策，提升常委專業領導力。專業知識有利於判

讀總體資訊，了解政策要求以及規劃政策，而從過去經驗來看，專業知識已經是中

共選拔官員的重要條件，中共地方官員教育程度越高，升遷機會也顯著提升（楊竺

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 林蓉蓉 2019; Yao et al. 2020），而隨著經濟快速
成長，省委常委領導班子的學歷也逐漸顯著提升。儼然顯示中共為了強化地方治理

的重要，更加要求官員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對此，本文提出假設 2：
假設 2： 中共中央回應經濟發展績效差的省市，會選任更多專業官員進入省委

常委領導班子，反之亦然。

（三）中央領導人集權程度與地方治術

前述兩個邏輯預設中央對地方人事權永遠大權在握，但考量到中央領導人的權

力集中程度有差別，中央對地方採取的策略也有異。決策理論已經證明，因為理性

有限（Simon 1955），任何領導人決策不可能面面俱到，而進行決策的脈絡，也必
須考量到決策者的環境與脈絡（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換言之，除了治理
地方的考量，領導人還需要根據自身的政治需求，來安排與調整地方常委。

觀察習近平上任以來的決策脈絡，習的權力全面鞏固，普遍認為是在第二任

期，尤其是 2018年全國兩會將憲法中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制度限制廢除後，習的權
力達到高峰。然而第一任期，習近平權力尚未穩固，甫上任就透過反腐肅貪等大

規模運動，來對黨內幹部進行整頓與清洗，相較與第二任期的權力鞏固期，習第

一任仍處於權力集中時期。不同的決策脈絡對於領導人選擇治理地方工具的影響甚

鉅。理論上，在權力不穩時期，控制邏輯理應優先於治理邏輯，為了配合領導人權

力需求，因此會更多從中央下派地方常委，整頓地方領導班子，強化中央控制權

力，例如習近平第一任期大規模進行反腐運動下，地方派任許多強硬且忠誠的官員

（Kostka 2013; Kostka and Zhang 2018; van der Kamp 2021）。同時，反腐運動導致
大量官員落馬，理應也會影響省委常委更多的調整與派任。相對地，習第二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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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人事清洗取得階段性成果後，領導人應更重視地方經濟發展，理論上在領導

人權力鞏固期，治理邏輯應該大於控制邏輯。根據以上觀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 當中央領導人權力尚未穩固時，中央會下派更多中央官員；當中央領
導人權力鞏固時，中央會任用具專業知識之常委。

基於以上假設，本文進一步蒐整習時期省委常委資料，下一節討論資料來源以

及編碼方式，並呈現習時期中共地方治術的整體趨勢。

肆、資料來源與敘述分析

一、省委常委資料來源

本文蒐集 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地方常委換屆選舉名單至 2022年「二十
大」前，地方常委換屆選舉結束為止共十一年的各省市常委名單（時間截至 2022
年7月1日），

4

４蒐整各常委的個人特徵資訊，包含了生日、學歷、省籍、族群等。

特徵資料來源根據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Shih, Lee, and 
Meyer 2021），此資料庫針對中共歷屆中央委員以及候補委員進行編碼，然資料庫
仍缺失許多非中央委員的地方常委資訊，對此，本研究亦參考政治大學的中共政

治菁英資料庫
5

５、維基百科以及百度百科，補足缺失的常委個人資訊。
6

６最後蒐集

1157位省委常委個人資訊。
7

７

從省籍觀察地方常委來源地，人才庫最大宗來自山東，共有 133位屬於山東

註４	  「二十大」前換屆後的常委資料較新，主要蒐集自中共官方中國經濟網的「地方黨政領導人物資料
庫」（中國經濟網 2022）。

註５	 資料可從「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下載（國立政治大學 2012）。
註６	  儘管如此，仍有部分常委資訊無法獲得，資訊闕漏者多為戎裝常委，有些戎裝常委僅查得到軍階頭

銜，其他資訊皆無公開。

註７	  此處 1157位所指為常委人數，常委總人次則為 1996。本文盡可能交叉確認相同名字的常委，以避
免在資訊蒐集時導致編碼錯誤，例子像是天津市委李軍與海南省委李軍同名，或是雲南省委王寧，

與 2018年北京市委王寧以及 2015年的四川省委王寧同名，或是劉強，就有四位分別任職不同地方
常委（重慶、山東、江西、陝西）。排除同名者，從資料觀察，有許多官員長期任職在地常委，並

在習兩任任期皆耕耘在地，例如爾肯江 •吐拉洪從 2008年任新疆常委到 2017年轉任湖北省委，整
個資料期間皆是地方常委。另個例子像是吳存榮，從 2011年任安徽省委，2017轉任重慶市委直到
2022年換屆選舉。長期任職同一地方常委的例子則有貴州省委諶貽琴、江蘇省委樊金龍、西藏常委
洛桑江村、廣西省偉范曉莉、雲南省委趙金、西藏常委吳英傑、吉林省委高廣濱、青海省委王建軍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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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其次是江蘇籍常委，有 85位，另外產出 70位以上常委的省市則有河南（79
位）、河北（73位）、湖北（68位）、湖南（62位）。從學歷來看，地方常委知
識化與專業化相當明顯，1157位常委中有 281位具有博士學歷，占 24%，537位
有碩士，占約 46%，換言之地方常委將近 7成有碩士以上學歷，符合楊竺松等人
（2021）研究發現中共選任地方常委傾向採用能力導向的幹部選任原則，但同時，
比較 2012年前後的省委常委學歷，可以發現學歷膨脹的現象，1983年至 2012年
碩士以上比例僅有 43%（碩博士分別是 37%與 6%），2012年以後成長到 70%，
顯示中共幹部專業化程度快速提高。

8

８少數民族常委有 122位，
9

９約占總數 11.5%，
女性常委有 87位，約占 7.5%。與楊竺松等人（2021）統計 1983年至 2012年的常
委資料相比（少數民族常委約占 10%，女性約占 8%），地方常委的族群與性別兩
個組成特徵在習時期並沒有太大的變動（見表 1）。

10

１

表 1　不同時期省委常委特徵比較

 時間

特徵 
1983~2012 2012~2022

常委個數 1563 1157

女性比例 8.10% 7.50%

少數民族比例 9.70% 11.50%

碩士以上比例 43% 70%

資料來源：參考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2021），作者自行整理

註８	  值得一提的是，資料中有許多省委常委的碩士以上學歷屬於在職進修取得，因此儘管學歷可以做為專
業能力參考依據，但學歷膨脹現象也使得中共官員必須花在職時間去取得更高學歷，方有利其升遷。

註９	  「二十大」前地方換屆選舉後的 393個常委中，有 44個屬於少數民族，其中藏族最多，有 8位，其
次為蒙古族，有 6位，回族與壯族以及維吾爾族各有 4位。其中許多少數民族的省分的常委統戰部
長都是少數民族，包含了內蒙古常委統戰部長胡達古拉（55歲）是蒙古族，西藏常委統戰部長嘎瑪
澤登（55歲）是藏族，新疆常委統戰部長祖木熱提 ‧ 吾布力（57歲）是維吾爾族，寧夏常委統戰部
長馬漢成（54歲）是回族。

註１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研究通常將地方常委選任女性，視為必須納入少數特定族群（Bo 1996; Landry 
2003），但是在「二十大」女性代表須有一定比例的制度似乎已被打破，例如國務院副總理過去長
期有一位女性擔任，在「二十大」後無女性副總理。若觀察「二十大」前女性省委常委比例，女性

在省委常委的比例分布相對固定有 1至 2位，而是否選任女性常委，似乎未見有特定模式可循，僅
可觀察到西藏與青海兩個西部省市沒有未有女性省委常委。而在中國地方順口溜將女性常委特徵稱

為「無知少女」，即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但不過這種具有特定偏見的說法被系統

性分析駁斥，Chen（2022）分析兩屆的地方女性常委選任，發現女性常委的升遷與男性無二致，一
樣是依照表現與才能，而女性常委較少的原因，主要還是社會上女性在教育與網絡上較為弱勢，導

致較少女性進入政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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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蒐整資料主體，本文進一步將之轉化成以省 -年為分析單位的資料結構，
就已建立的 2012年至 2022年的中共省委常委資料庫，計算每個省市自治區這十一
年的省委常委組成特徵，並依此編碼為各個分析變項，以下說明相關變項編碼並呈

現習時期中共中央管理省委常委的動態。

二、地方治術：中央下派與專業知識

（一）中央下派

中央直接指派中央機構官員下地方任職，是另一個中央針對省委常委的管控策

略。計算中央下派比例，本文採取個別省委是否具有中央任職經驗，來編碼與計算

各省市有多少常委屬於直接從中央指派下地方任職。
11

１觀察每個省委的履歷，可以

看到許多常委雖然有中央任職經驗，有一些中央任職經驗已年代久遠，並且是早期

的中央事務官員，這些經驗並不適合編碼成中央下派。因此，本研究以該官員任職

常委的年度向前推五年，若這段時間有任何中央任職經驗，則將此官員編碼成中央

下派。依此計算，共統計出 309位常委為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常委。

圖 1　省委常委來源為中央下地方任職之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註１	 此處所指的中央任職經驗，包含了任職中央黨政機構、央企與銀行的黨政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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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直接指派下地方任職官員的比例，可明顯看到習兩個任期間的差異。如

圖 1所示，習第一任期每一年各省市的差距相當大，有些省市無任何中央直接指派
下地方任職的常委，但也有省市具高比例的中央下地官員，到了第二任期，幾乎都

或多或少有中央直接指派任職官員，但是比例而言，兩任期的平均值並沒有太大差

異，因此似乎可以看到趨勢是中央直接指派在第二任期已經有一定的制度化，第一

任期則是依照各省市的差異來指派中央官員下地任職。若觀察各省的差異，中央直

接派任下地官員比例逐年遞升的有吉林、海南、河北，而新疆、西藏則明顯地逐年

遞減（見圖 2）。根據資料統計，這十一年來各省市省委常委中央下派比例平均為
27%，2017年最高，平均有 31%，2013年最低，平均約 23%，若比較各省市，最
高者為北京，約為 42%，最低者為寧夏，平均僅有 9%。直觀上，從敘述統計無法
觀察到是否符合前面假設 3習兩個任期在下派官員上有顯著不同，此部分留待後面
迴歸模型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二）專業知識

本文以個別省委是否具有博士學歷編碼，依此計算各省每一年度的省委組成中

具有博士學歷常委之比例。一般而言，教育程度是最可以立即觀察到的人力資本，

也是了解官員專業知識最主要依據。觀察「二十大」前 393位省委常委，幾乎沒有
大學（本科）以下，而有碩士學位者占了 134位，博士更有 90位，顯見高學歷已
是趨勢，在競爭激烈的中共官場，學歷儼然是一個重要敲門磚。

12

１對此，本文以學

歷博士以上的比例，計算省委常委組成的專業知識化程度，專業知識的分布趨勢見

圖 3。可以看到，省委常委具博士學位的比例逐年遞增，2022年省委常委平均而
言具有最高的博士常委比例。若觀察各省市，幾乎皆呈現博士常委比例上升的趨勢

（見圖 4）。整體而言，這十一年來平均各省市博士常委比例有增加趨勢，儘管不
是逐年增加，但總體向上，從最低的時候 2012年僅 19.5%，到了 2022年博士常委

註１	  若觀察「二十大」前最新一屆省委常委的專業組成，商（主要是工商管理與經濟學背景）、法政（主
要為中央黨校背景）以及工（主要是工程與機械）為大宗，此亦與過去研究指出經濟與理工相關學

科的地方官員升任省委常委機會較高的觀察相符合（楊竺松、燕陽、張雪君、張君憶 2021），尤其
是省委書記與省長兩位省委領導，幾乎皆是工與商背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屆有三名醫科背景

的常委，其中兩位是省委書記，包含了福建省委書記尹力（「二十大」後調任北京市委書記）、海南

省委書記沈曉明、一位常委則是衛健系統出身的山西常委李鳳岐，其中尹力任四川省長期間抗擊新

冠肺炎效率快速，並且採用「網格化管理」，頗受官方讚賞，後來更調任北京市委書記，進入中央

政治局，新冠肺炎的治理可能成為考核官員能力以及決定升遷的的一部分，此趨勢在中共防疫解封

後是否仍持續，有待未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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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平均已達到 34.3%。若觀察各省市，平均最高者為廣東，有 45%，最低者為新
疆，僅 14%。

圖 3　省委常委有博士學歷之比例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92　中國大陸研究第 66卷第 3期
圖

4　
各
省
市
常
委
具
博
士
學
歷
比
例
趨
勢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製
圖



 【研究紀要】習時期中共地方治術：省委常委調整與組成分析（2012~2022）　93

三、自變項：經濟發展績效與領導人集權程度

經濟發展績效是主要自變項，測量方式為計算每個省市該年的經濟成長率。
13

１	

因此，如果經濟發展績效是中共考量省委常委組成的重要影響因素，吾人應該可以

觀察到當地方經濟發展越差，中共中央越會有系統地進行中共省委常委的中央下

派，或是提升省委組成的專業化。

本文比較習近平第一任期以及第二任期，也就是編碼習兩屆任期的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來觀察中央領導人的集權程度是否會有系統地影響中共中央
調整省委組成作為地方治術。此變項主要產出一個新的二元變項，習近平第二任期

編碼為 1（2018年 ~2022年），第一任期則編碼為 0（2012年 ~2017年）。若領
導人權力弱勢讓中央更強調地方權力控制，則吾人應該可以觀察到習任期的變項與

省委常委下派比例有顯著負相關，若權力強勢後讓領導人更重視地方治理，則應該

可以觀察到習任期與博士比例有顯著正相關。

四、地方治術如何影響中央地方關係：習赴該省市考察次數

除了觀察政策執行績效是否影響省委常委之調整與組成，本文亦希望可進一步

觀察這些地方治術是否影響中央地方關係，亦即中央領導人如何看待地方政府。觀

察地方治術是否影響中央地方關係，本文使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對各省市的考察次

數，作為評估該省市是否受到中央領導人注意之變項。若地方治術有影響中央地方

關係，則可以看到中共的地方治理策略如中央下派比例與博士比例會有系統地顯著

影響習近平的考察意願，若對中央地方關係無影響，則應該不會看到任何統計上的

顯著關係。

五、控制變項

除了上述主要自變項與應變項，幾個控制變項亦加入模型。一個是地方的財政

收入，財政收入被認為是中共地方官員彼此競爭的重要績效指標之一，尤其是地方

官員的升遷很大程度與財政收入高低有關（Lü and Landry 2014; Shih, Adolph, and 
Liu 2012; Kennedy 2007; Bo 2002），基於其重要性，本文將之納入分析模型。失
業問題是習上任以來的重要政策議題，習甫上任，就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並

且稱「解決就業問題根本要靠發展」（人民網 2013）。2018年 7月，中央經濟工

註１	 即該年（國內生產總額（GDP）－前一年的國內生產總額）／前一年國內生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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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會議上，中共更首次提出「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

資、穩預期），並把就業放在優先。有鑑於失業可能是中共考量地方治理績效的重

要依據，本研究納入失業率作為控制變項。另外，生態文明是習上任以來強調的

政策理念。擔任中共總書記後，習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動員地方大

搞生態文明建設。Jaros和 Tan（2020）的研究發現，習近平上任以來強調生態與環
境治理仰賴地方政府進行評估、執行與監督（Kostka 2013; Kostka and Nahm 2017; 
Donaldson 2016），而生態治理績效也已經是黨政幹部考核的標準之一。

14

１為了納入

生態文明的政策考量，本文使用造林面積做為評估省市生態發展的控制變項。

上述經濟發展、財政收入，失業率以及造林面積等跨省市的跨時資料，主要從

中國大陸官方的「國家數據」資料庫獲得，整理後編碼為相關變項，「國家數據」

資料庫屬中國國家統計局（2022a），涵蓋各項中國國家統計資訊，並且包含全國
性以及省市地方的資料，其資訊完整，也是學術研究使用的主要省市特徵資料來

源。
15

１習近平地方考察資訊，則透過蒐整官方報導與自行編碼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16

１

變項的敘述統計可見表 2。
17

表 2　變項敘述統計

N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央下派 341 0.271109 0.124726 0 0.647059

博士比例 341 0.259904 0.118789 0 0.642857

經濟成長率 310 0.082095 0.036971 -0.05638 0.210472

習任期 310 0.5 0.500808 0 1

習考察次數 310 0.296774 0.603916 0 6

財政收入（億元人民幣） 341 2728.531 2344.375 54.76 14103.43

城鎮失業率
1

１ 279 3.217563 0.632922 1.2 4.6

造林面積（千公頃） 279 124.1529 109.0365 0.86 584.5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１	  生態政策成效作為官員績效考核標準，有學者認為這代表中國已建構一套環境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習時期中國對生態環保的重視更讓外界認為威權制度有時候
更有利於強制推行環境政策。關於環境威權主義的討論，可見 Eaton and Kostka（2014）與 Gilley
（2014）。有關造林與環境威權的關係，可見 Zhu and Lo（2022）。

註１	 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可參考「國家數據」資料庫網頁（中國國家統計局 2022b）。
註１	  習考察次數主要使用中共官方「人民數據」資料庫中紀錄的習近平的「領導人活動」報導專頁中的「考

察參觀」內容蒐整後進行編碼。

註１	 由於官方統計資料有部分遺失，因此樣本數最終僅有 279。



 【研究紀要】習時期中共地方治術：省委常委調整與組成分析（2012~2022）　95

伍、分析結果與討論

一、經濟發展、地方治術與中央領導人集權程度

為了了解經濟發展與中共地方治理策略的因果關係，本文採用固定效應模型

（fixed-effect model）來分析現有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
18

１固定效應模型可控制

時間以及地域的固定效應，處理未知但非隨機的因素，例如地形、氣候、省市分類

以及時間趨勢等影響。另外，考量到實際上中共中央的政治決策以前一年的績效表

現為主，因此在變項設定上，統計分析中所有獨立變項皆採用前一年的資訊（one-
year lag），藉此更明確觀察前後因果關係。為了處理異方差（heteroskedasticity）
對參數估計的影響，本研究使用 Huber-White 途徑計算的穩健標準誤 (robust 
standard error)來估計參數顯著性，統計分析的結果見表 3。

從表 3可以看到經濟成長率與省委常委的調整與組成顯著相關。模型 (1)與 (2)
觀察經濟績效是否影響省委常委中有中央部委下地方任職的比例，並且顯示顯著性

未受特定控制變項影響。顯著負相關表示當省市前一年的經濟成長率越低，隔年中

央下地任職的省委常委比例就會越高。估計參數指出，在所有條件相等下，若一個

省市前一年經濟成長率增加一單位（即達到 100%成長），則該省市中省委常委的
中央直接下地任職官員的比例會減少 70%。可以看的出來經濟成長績效對中共地
方治術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符合假設 1的論點。

模型 (3)、(4) 指出經濟發展政策績效表現差，會顯著增加一省市省委常委
的博士比例。估計參數指出若一個省市經濟發展減少一單位（即 GDP 降幅達到
100%），則該省市的隔年省委常委的博士比例會增加 8成以上。顯示中共中央對
於省委常委的組成有著強烈的治理邏輯，而省委常委專業知識是中共中央特別重視

的治理地方之條件，符合假設 2的觀點。
上述結果顯示中共治術的控制邏輯以及治理邏輯中，經濟發展政策績效明顯影

響著中共從中央下派省委以及調整省委的專業知識組成，與既有的經濟績效論基本

相呼應，然而統計結果證明其他控制變項未達到統計顯著，財政收入、就業政策以

註１	  本文也用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 model）進行回歸，隨機效應模型的統計結果與固定效應模
型基本上一致。此外，本文運用變異數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觀察多重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問題，發現財政收入具有過高 VIF值，因此將財政收入排除後再觀察迴歸係數，
分析結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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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造林面積的政策績效對省委常委組成不顯著，過去文獻強調這些政策指標，然從

省委整體觀察並未發現這些指標會影響中共地方治理策略。因此，總體觀察，一個

省市的經濟成長表現仍然是中共中央對於地方治理最重視的政策指標之一。

此外，統計模型也證實了本文提出的中央領導人權力動態會影響其運用地方

治術的策略。從模型 (2)到模型 (4)，都可以看到習近平任期的虛擬變數對中共中
央地方治術有顯著的影響，基本上符合假設 3觀點。不過模型 (1)中習的虛擬變項
並未顯著，顯示顯著性對控制變項特別敏感，模型 (2)則可以看到，放入控制變項
後，與第一任期相比，習近平第二任期顯著較少調整省委常委之頻次。當所有條件

都一致，平均而言，習第二任期的省委常委為中央部委下來任職的比例比第一任期

顯著低了 28%。但因顯著性不一致，因此對此結論仍採保守推斷。

表 3　固定效應模型參數估計

(1)
中央下派

(2)
中央下派

(3)
博士比例

(4)
博士比例

經濟成長率
-0.678** -0.705* -0.716* -0.847**

(0.240) (0.268) (0.304) (0.299)

習任期
0.0254 -0.284*** 0.131*** 0.294***

(0.0314) (0.0302) (0.0277) (0.0224)

財政收入
－ -0.0000109 － 0.0000314

(0.0000260) (0.0000212)

失業率
－ 0.0323 － 0.0325

－ (0.0243) － (0.0319)

造林面積
－ -0.000129 － -0.000236

(0.000105) (0.000154)

常數
0.310*** 0.244* 0.293*** 0.168

(0.0256) (0.106) (0.0366) (0.132)

樣本數 310 279 310 279

省市固定效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應 有 有 有 有

說明：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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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治理邏輯觀察，對博士常委比例的分析亦符合本文假設，模型 (3)與 (4)
可以發現，習的第二任期顯著比第一任期任用更多的博士省委常委，平均而言，當

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習第二任期的省市博士常委比例比第一任期高了 30%，
代表習在第二任期，尤其是權力鞏固後，更願意採用治理邏輯擬定地方治術的策

略，且納入更多高學歷的官員進入省委領導班子。

綜而言之，上述統計結果有幾個重要的意涵。首先，GDP的成長率顯著影響
地方省委的調整與組成。然而中央領導人的集權程度亦相當重要，經驗分析結果發

現習的權力集中與否確實對其施展地方治術有顯著影響。比較習兩個任期的地方治

術，可以看到習在第一任期的確派任更多的中央部委官員下地方任職，「控制邏

輯」主導著第一任期的地方治術，隨著習第二任期權力集中與鞏固，可以發現中

共中央更多選任博士學歷的官員進入省委領導班子，此時可以說是轉向「治理邏

輯」。由此觀察，習進入第三任期後，其全面個人集權，且可確保所有在地常委的

忠誠之政治氛圍下，中共中央方會全面採取「治理邏輯」。

二、地方治術對中央地方關係的影響

習時期中共中央的省委常委調整策略對中央地方關係的影響為何？更具體

論，地方治術是否影響中央領導人對地方的態度？本文進一步透過統計模型觀察兩

者關係。本文以上述地方治術變項與習近平赴各省市考察次數進行迴歸分析，來觀

察是否地方治理策略會影響習近平下鄉考察之行為。由於考察次數屬於記數資料

（count data），因此不適合使用線性回歸，因此在參數估計上，採用固定效應泊
松模型（fixed-effect Poisson model），統計結果見表 4。表 4包含了三個模型，模
型 (5)觀察習考察次數與各個地方治術變項的關係，模型 (6)僅看習第一任期的考
察次數，模型 (7)觀察習第二任期的考察次數與各個變項之關係，以下討論分析結
果。

從表 4可以看到，習近平時期的個人下地方考察與中央下地方任職官員比例有
顯著的負相關。模型 (5)指出，中央下派官員比例越高，習近平考察該省市的次數
就越低，平均而言若中央下派官員比例減少 50%，則習當年就會赴該地考察至少
1次，似乎顯示中央下派官員與領導人下地方考察有顯著互補效應。若將習第一任
期與第二任期分開來看，可以發現第一任期顯著，越高比例中央下派官員，習考察

該省市次數越低，第二任期則未見類似關係。若觀察歷年的考察分布與中央下派比

例，可以看到最典型的時間是 2015年（見圖 5），當年若有省市省委中有 25%以



98　中國大陸研究第 66卷第 3期

上由中央直接下地方任職，習皆未對該地進行考察，而是考察中央下派比例較低的

省市。

表 4　固定效應泊松模型參數估計

(5)
習考察

(6)
第一任期

(7)
第二任期

中央下派
-2.261* -4.035** -2.478

(1.141) (1.298) (2.272)

博士比例
0.0619 6.020* -4.607

(0.654) (2.616) (2.861)

經濟成長率
-0.124 0.402 -3.313

(4.301) (7.041) (5.944)

財政收入
-0.000123 -0.000805* 0.000571

(0.000188) (0.000382) (0.000545)

城鎮失業率
-0.348 0.975 -1.190

(0.329) (1.135) (0.717)

造林面積
-0.00223 0.00190 0.000643

(0.00220) (0.00348) (0.00494)

習任期
0.178 － －

(0.224)

N 279 145 116

省市固定效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應 有 有 有

說明：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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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央下派比例與習考察歷年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模型 (6)同時顯示博士比例以及財政收入與習考察次數顯著相關，在習第一任
期，一個省市的博士比例越高，習隔年赴該地考察的次數越多，而若財政收入越

高，習隔年去該省市進行考察調研的次數就會顯著減少。不過，細查各個省市，仍

有微妙差異。以直轄市為例，中央下派官員與習近平赴該地考察之間的關係各不

同，如圖 6所示，習考察北京次數與中央下派的比例有明顯的消長關係。此關係在
北京事實上相當合理，北京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下派北京官員更方便，首都基

本上也在中央的掌控之中，而習雖然因北京地利之便經常考察，然次數一般而言每

年皆一到兩次，惟2017年次數增加較多，主要也是首都相關會議活動的增加所致。
其他直轄市如北京，亦可看到高比例中央下派官員與較少次數的習考察，但

有些許差異。例如上海，2014年有高比例的中央下派官員，但習近平仍去上海考
察，究其原因，當時主要是為了展示領導人對於科技發展的重視，習赴上海自貿區

考察；重慶 2017年則是典型案例，當時重慶書記孫政才落馬，而重慶常委除了習
近平直接指派的陳敏爾任書記外，常委還包含曾在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擔任總經

理張國清，以及曾擔任監察部副部長的陳庸，甚至戎裝常委也包含曾任解放軍總參

軍訓部紀檢委書記的陳代平，說明了中央下派官員執行領導人意志，同時也是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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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間精力有限，無法全面下地方視察的制度補充。至於天津，則可以看到 2017
到 2019 年間，同時存在高比例中央下派常委以及習連三年考察的案例，天津自
2015年港口發生大爆炸後，成為中共中央關注的治理重鎮，隨後 2017年底重慶常
委張國清赴天津任職，或是 2022年陳敏爾接任天津書記，都顯示習近平對於天津
的重視，或許因為天津是習特別關注的重要城市，相較於其他省市，需要同時透過

中央下派以及親赴考察來作為確保對其控制。

圖 6　直轄市的中央下派比例與習考察次數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陸、趨勢討論

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已經呈現出個人高度集權的局面，在此態勢下中共地方治術

將會如何調整？換言之，黨內沒有政治挑戰者的情況下，中共決定各省常委組成與

調整是否不再考量怎麼強化「控制」，而是更需要動員常委的治理能力？前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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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已經發現，習近平時期中共中央的地方治術，的確受到習權力集中程度的影

響，而經濟發展成效仍是中共的優先政策考量。習第三任期中央地方關係會如何變

化，仍值得持續關注。

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強化地方服從，針對地方腐敗與怠政問題零容
忍（Kostka and Nahm 2017; Chen 2017），也因此透過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反
腐打貪（Wedeman 2017; Manion 2016），以運動式治理的方式，拉下了數以百萬
計的地方官員。而為了確保地方服從以及腐敗問題可以解決，因此更強化中央對

地方的人事掌控。對此，有學者認為惟 GDP論的官員任命標準，或許已經逐漸轉
變，地方官員的忠誠對習反而更重要（Bulman and Jaros 2020）。不過本文統計資
料發現，習第一任期強調強化控制，第二任期更強調省委的專業知識。那麼由此觀

之，第三任期可能持續這個趨勢，會將更多的資源投注提拔在技術官僚與專業知識

的省委常委身上。特別是當習已經確保省一級的官員已經完全忠誠與服從時，地方

治術的控制邏輯將會逐漸讓位給治理邏輯。

此外，中央下派官員赴地方任職的控制邏輯，也與習特別考量地方勢力坐大有

關。從資料觀察，省委常委在地比例（省委籍貫與任職省市相同）可謂逐年遞減。

習特別謹慎派任在地常委，主要有兩個需求，一個是反腐鬥爭，為了避免在地常委

因有在地優勢，且若長期任職可能把持在地利益，形成腐敗結構，因此習時期，中

共似乎特別注意省委常委的本地產生比例。第二個需求是習時期更強調官員的異地

交流（徐胤揚 2021），異地交流指的是在地官員可以在不同的地區磨練，有此經
驗方可爬到更高的位置。在習時期，根據學者研究，習時期的異地交流制度更受重

視，不僅需要異地交流的官員層次變高，跨的區域、領域以及總人數都有增加的趨

勢（沈士光 2020），以此檢視「二十大」前的省委常委名單可以發現同樣的現象。
首先，在各省紀委中，沒有任何一位在地常委，明顯地是確保反腐工作不受到官員

在地網絡影響仍是重點，基本延續「十九大」前的地方紀委安排規則，根據統計，

2012年「十八大」前的省常委紀委書記中，仍有 48.4%是本省出生官員，但是到
了 2017年「十九大」前夕的省委換屆選舉中，各省紀委書記全數為外省籍，紀委
在地方的角色持續重要（張執中、楊博揚 2021），並延續到「二十大」前夕維持
不變。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仍需要少數民族常委來增加其在少數族群較多的省市

之代表性。從「二十大」前換屆選舉後的省委常委出生地分布來看，新疆有 5位本
地出身的常委，西藏有 4位，青海、雲南、貴州與內蒙古都各有 3位本地常委，而
有些人口與經濟大省，像是江蘇與河南，也有 5位本地出生常委，湖北也有 4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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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常委。

另外，對省委常委高專業知識的要求已然成為主要趨勢，習近平第二任期中央

下派省委顯著比第一任期低，但採用博士學歷比例持續升高。在第一任期習更需要

重新集中權力，因此會更多使用政治邏輯去控制地方，到了第二任期，權力已經鞏

固與集中，已無需透過人事調整來進行清洗官員幹部以及指派忠誠者，而此時期更

多的是需要強化地方治理，因此可以看到此時中共中央偏好博士學歷常委組成領導

班子，其中不乏習自己的親信。以「二十大」前的省委常委為例，習大量任用技術

官僚，例如新疆書記馬興瑞（66歲）。馬興瑞有航天背景，過去任職軍工央企，
隨後進入廣東省常委，升至廣東省長，馬是 30年來首位空降的廣東省長（非本省
籍亦非本省長期任職後受拔擢者），2021年底馬出任新疆書記，確定可以取得政
治局委員門票，仕途也更受到外界關注。其他如河北省委書記倪嶽峰（58歲），
被認為是習信任的清大幫，且有自動化系統工程博士學歷，遼寧省委書記張國清

（58歲），是屬於軍工航太背景，亦有清大經濟學博士學歷，另外像是山東省委
書記李干杰（58歲），具有清大碩士，且專業是核工程，而前已提及的海南省委
書記沈曉明（59歲）有醫衛背景，西藏書記王君正（59歲）亦是清大博士，他先
前在新疆任職被西方制裁，此次任西藏黨委書記顯示其強勢政策被中央認可，明顯

可見在習權力鞏固後，將來高學歷技術官僚省委常委任用將持續地大幅提升。

柒、結論

本研究分析了中共 2012年至 2022年省委常委的調整與組成特徵，並且觀察經
濟發展績效是否對中共採取地方治術策略有所影響。本文發現，經濟發展績效仍顯

著影響中共下派省委常委與任用博士常委，統計結果也指出，一個省市常委中有多

少中央下地方任職的常委，顯著與習近平下該地考察呈現負相關。從「二十大」前

地方換屆選舉的結果來看，中共的確如上述分析觀察的趨勢，更重視省委常委的專

業化，以及較少的進行省委的調整頻次，因此可研判習近平第三任期全面掌權後，

對於地方的管控也達到了一定程度的鞏固。

本文對於習時期省委常委的調整與組成分析有幾個貢獻。首先，本文提供了

觀察中共地方治理的量化視角，本文採用量化統計分析途徑，並以省 -年為分析單
位，可以更好的觀察中共中央如何以省為考量，用大局考量並全盤式來調整地方治

術的策略。再者，在經驗資料上，本文蒐整習時期的常委資訊，將現有對於省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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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了解更新到最新，更能讓吾人了解習時期的中央地方關係的互動模式與權力動

態。最後，本文進一步討論地方治術如何影響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尤其是中央領

導人與地方的互動，增加吾人對習時期領導人治理地方策略的理解。

未來的研究可以在本文基礎上，持續深化了解中共中央如何調整與平衡地方

治術策略中的「控制邏輯」與「治理邏輯」。將來研究者可以從省委組成中挖掘更

多可能的地方治術，並且觀察其他政策績效指標是否對中共中央調整省委常委組成

有顯著影響；此外，未來分析亦可觀察不同指標與特定職務的調動，如各省市宣傳

部長、組織部長、統戰部長或是副書記，是否與省市的宣傳工作、反腐工作或是少

數民族統戰工作的績效成果有顯著的相關，將有助於吾人更深入了解習時期的地方

用人邏輯。隨著習近平連任第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制度化已然走向另一個方

向，在習全面掌權下，中共官員選任模式將如何大幅變動將是更加重要的研究問

題，期許學界持續投入更多心血觀察政治制度，進行理論建構，增進各界對於中共

政治動態之理解。

*　　*　　*

（收件：112年 1月 10日，接受：112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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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decis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and alteration of members within provincial-level Party standing committee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CPC leverages its authority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to bolster local governance. By analyzing an exclusive dataset 
encompassing CPC provincial-level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from 2012 to 
2022,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repercussions of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on 
the adjustment of Party members within provincial-level standing committees. 



 【研究紀要】習時期中共地方治術：省委常委調整與組成分析（2012~2022）　105

Specificall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proportion of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members holding doctoral degrees.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a province with a lower economic 
growth rate tends to witness an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its CPC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who have prio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fore their current appointment. Additionally, a lower economic 
growth rate corresponds to a higher percentage of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possessing doctoral degrees within provincial-level CPC standing committee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also reveals that, in comparison to Xi’s first term, 
during Xi’s second term, the CPC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number of central 
officials dispatched to provincial governments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more officials with doctoral degrees to positions within Party provincial-level 
standing committees. Addition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n provinces with a 
higher representation of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originati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likelihood of Xi Jinping conducting an inspection tour to 
that province diminishes.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personnel management 
serves as a compensatory measure for Xi’s direct inspections. This article not 
only contribute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to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within the Xi era but also establishes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investigating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rategically employs 
personnel management to enhance local governance during Xi’s third term.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anding Members of Provincial-Level 
 CPC Committee, Xi Jinping, Lo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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